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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抄写的
意义、策略与风尚

付英超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纸的使用和推广，书籍抄写颇得文人青睐，既促进了书籍的

复制流传，又刺激了知识的传播重组。文人抄写具有复制、读书与撰述的三重意义，通过抄写，

不仅获得新的复本，还学习了书籍内容，甚至形成了新的抄本。抄写者面对被抄写的书籍，有

主动设计抄读策略与质疑书籍内容的双重选择。抄写过程中，作品的内容与领袖人物的意见共

同影响着抄写的风尚。抄写反映的是书籍知识的流传，文人群体通过抄写构筑出魏晋南北朝的

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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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岭将中古时期的抄（钞）与写加以区分，认为“照本不动而謄录者谓之‘写’；部分摘录且可作改

动者谓之‘钞’”[1]262。在魏晋南北朝的书籍文章抄写活动中，文人的书籍抄写相对而言质量较高，这一

方面是因为文人尤其是士族文人本身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拥有较为丰富的书籍收藏与阅读条件，有机

会接受良好的典籍教育与书法教育；另一方面，文人抄写往往能带动一时的抄写风尚，并能在抄写过程

中抄撰而成新的作品，形成书籍内容的创新。文人以其多样的趣味，将抄写这一貌似简单的体力劳动变

为文化生产活动。本文将目光重新凝聚于书籍抄写之中，深入探讨文人抄写的意义、策略与风尚。

一、文人抄写的三重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知识的呈现与使用方式趋于多样化。在物质层面上，书籍知识可以存在于简

帛纸张之上，也能够被镌刻于石碑摩崖之表，在非物质层面上，它可以存在于记忆之中，形成“记忆

本”，也可以交锋于玄谈辩论之时形成新的“口头本”。可以说，在这个文学、文化繁荣的时代，书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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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在文人的参与之下，通过各种途径储存、展示与总结。随着纸张的普及与对知识的推崇，更多的文人

参与到书籍抄写中，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抄写的数量，更赋予了书籍抄写以多重文化意义。

首先是抄写的复制意义。这种书籍抄写活动，主要是将原本书籍的文本内容通过抄写复制成另一文

本。复制作为书籍抄写的主要目的，佣书活动是其典型的体现，而佣书活动以获取报酬为目的，体现出

佣书作为雇佣劳动的商业性，这就与文人的自主抄写截然不同。文人抄写进行文本的复制并不以获取经

济收益为目标，而更多地体现文人对所写书籍的珍重、爱惜与个人的良好品德。如果遇到某种异本书籍，

文人有时便会亲自抄录以示珍重。如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至于疹疾弥年，亦未尝释卷”[2]598亲

自抄写的是别人所拥有的异本，“躬自录本”的行为体现出对该本的珍重。袁峻“每从人假借，必皆抄

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为

二十卷”[3]688-689，抄写的也是他人所有之本，这些书籍本身或许并不甚珍贵，但对于家贫而无力买书的袁

峻而言，仍无疑是十分珍贵的书籍资源，他需要通过抄写复制文本，以达到佣书的目的。也因此他在抄

写上对自己立下十分严苛的标准，每天必须抄够五十页纸才能休息，这既体现出他对获取书籍的渴望，

又反映了他对抄写工作的勤勉。此后仕途得意，也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他仍然抄写史书，但采取的则是

节略抄写，已不再单纯以复制为目的，而是经过消化吸收，体现自身的具有某种创新性的抄写。复制抄

写作为一种体力劳动，有时还体现着文人自身的品德修养。如南朝沈驎士一生勤学，在晚年不幸遭遇藏

书付之一炬的厄运，但他却选择重新抄写书籍，甚至利用了纸张的反面以及使用了细书小字，在焚烧掉

数千卷的藏书以后又重新抄写出二三千卷[4]，这一数字体现出其抄写是以复制为目的。这种抄写不仅体现

出他从头再来、坚韧不拔的勇气，也获得了时人对其养生修身之效的认可。

其次是抄写的阅读意义。书籍抄写本身是对内容复制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抄写者将原本书籍的文

本进行转录，也就意味着抄写者同时对原本书籍的内容进行过逐字阅读。于溯在论及抄写与记忆时曾提

到：“如果人体是书籍的储藏地，那么文献记忆的行为，就是为书籍制作一个藏于此地的复本，这与抄写

一个复本并无本质区别。”[5]正是指出抄写与记忆的同一性。以“记忆本”的理论来看，抄写者在将原本

书籍复制的过程中，其实也在头脑中形成了第三个复制本，这一“记忆本”的存在，便是以逐字抄写阅

读为前提而存在的。文人以抄写为阅读，使得史传叙事中往往将阅读与抄写共举：纪瞻“性静默，少交

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6]1824；李彪“于（高）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7]；薛憕“不交人物，终日

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2]683。在纪瞻与薛憕的个人叙述中，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同时自主选择

进行所读之书的抄写活动，这一抄写活动的目的明显不在于生产或者复制，而在于辅助阅读活动，令所

读之书能更加准确深刻地储存在脑海的“记忆本”之中。有的文人通过这一活动迅速地形成了“记忆

本”，即获取了书中的内容。范汪“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6]1982达到了

“诵读亦遍”的目的。到沆“幼聪敏，五岁时，撝于屏风抄古诗，沆请教读一遍，便能讽诵，无所遗

失”[3]686，虽不是自主抄写，但同步参与了抄写活动的知识输入，完成了对书籍内容的获取，形成了“记

忆本”。而“记忆本”的进一步巩固，既需要对书籍文本的温习，也往往意味着抄写活动的重复，如王筠

因为喜欢《左传》，因此“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3]486，通过抄写重要的典籍文献，可以将之内化于心，

达到知识分子对典籍知识的熟稔，也使抄写作为阅读活动达到了其最理想的目的。

最后是抄写的撰述意义。书籍抄写活动，如果是原封不动地进行复制抄写，则在规模与内容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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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保证与原书相同，这也是佣书活动的主要目的。但就文人抄写而言，因为是以求知为目的，

因此所抄写的内容往往有增减繁省，由此也容易诞生出新的文本，是为抄撰本。童岭言“‘钞’之本义

乃叉取他物，故知所谓‘钞本’，即可包括删改字句与摘合取义”[1]265，所谓的抄撰本之“抄撰”，正是删

改字句与摘合取义的意思。这种抄撰是中古时代书籍的生产方式之一，在中古图书目录中，经常可见以

“抄”字命名的书目，如《隋书·经籍志》中有陆澄《地理书抄》二十卷、任昉《地理书抄》九卷、刘黄

门《地理书抄》 [8]984等。对文人而言，这些抄撰的文本都反映着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文化趣味，也因此往往

能独立为新的书籍文本。这种新的书籍文本也可以作为自己的著作而出现，从而体现于本人的著述目录

之中。抄撰的类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内容来分类，包括诸子书、地理书、列女传、文集等内容，这

些内容基本是集合已有的书籍知识而生成的，有时也兼有抄书者自己的添加。如梁代张率“敕使抄乙部

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使工书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3]475，

就是抄撰“妇人事”，该书一共有一百卷之多，张率所自主添加的只有二十余条，但也体现文人抄撰书籍

具有自主添写的意识与策略。第二类是对篇幅相对较多的书籍内容进行删削，如晋代葛洪抄写“《五经》

《史》《汉》”[6]1913等史书，就是对大部头的史书进行符合自己旨趣的精简摘要。

复制、读书与撰述，体现出文士从事书籍抄写的三重意义，对文士来说，这三重意义分别反映了他

们对抄写活动不同程度的参与。复制活动虽简单却最基础，既能够在物质层面确保对书籍的占有，也能

够体现出文士对书籍重要性的认识。读书活动是同步的输入，体现文士对书籍知识内容据为己有的雄心；

撰述活动是进一步输出，体现文士建立知识体系的努力。在魏晋南北朝书籍史发展的脉络上，这三种意

义的抄写体现了文士与书籍的连接，代表了文士抄写这一文化活动的常态。

二、《汉书》《语林》与书籍抄写的策略

文人所传抄的书籍中，亦有经典与非经典之别，经典著作因其在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书与

人的抄写互动中居于主动地位，文人会调整自身的抄写方式或策略以获取书籍知识。经典体现出文化上

的强势影响。而非经典书籍则往往是新出著作，缺乏历史的检验，在抄写互动中趋于被动，需要迎合文

人群体的兴趣与舆论对内容的考核，可以《汉书》与《语林》为例。

儒道经典与史传经典是魏晋南北朝文人最常见的抄写内容，这些著作代表了当时文人群体所共同享

有的经典知识，也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的文化标志，故而在文化上居于强势地位。在这些典籍中，文人

对《汉书》的热衷较为典型，史书中常见对《汉书》的阅读抄写以至知识竞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汉书》是这一时代最为重要的流行读物与抄写书籍之一，而对《汉书》的抄读

与追捧，进一步体现了时人在抄写经典书籍中追求知识风尚的趋势。作为经典史书，《汉书》的抄写受到

魏晋南北朝文人的追捧，节略是文人抄写的主要策略。文人抄撰史书，往往离不开对《史记》《汉书》的

抄写，前文所提及袁峻抄《史记》《汉书》，葛洪抄《五经》《史》《汉》，即如此。而就文人阅读使用的频

率而言，《汉书》比《史记》更为常见，以至于相继出现张昭、张休父子，韦叡、韦稜、韦载三代，臧

严、臧逢世父子，刘显、刘臻父子这些精通《汉书》的家学世家，这也凸显了《汉书》的重要地位。在

史志目录中，亦可见时人抄撰《汉书》的作品，如《隋书·经籍志》有“《汉书文府》三卷”[8]1082“《前

汉杂笔》十卷”[8]1089，二书可视为早期的《汉书》选本，后书内容当然是抄撮《汉书》章表奏议，或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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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更为专门。在出土文献方面，余欣研究俄藏Дx.3131《汉书·天文志》残片与P.5009《汉书·项羽传》

残片，对比传世文本，认为它们对原本《汉书》进行了删节改编[9]，成为时人删略《汉书》的有力证据。

就抄撰《汉书》而言，曲柄睿认为时人所背诵的“记忆本”《汉书》就往往是节略本，因为《汉书》规模

很大，达百卷之多，一般人家中很难有全本存留[10]。这样看来，文人对《汉书》的背诵学习，就是以抄略

《汉书》为基础的。进一步来说，时人对这种大部头经典著作的记忆，也是以抄略本作为主要的阅读依

据，这是通过调整自身的抄读策略，以适应经典书籍的知识接受。

文人节略《汉书》的抄写策略，应有基本的内容共识。时代风尚的形成需要知识上达成共识，就抄

略《汉书》而言，如果文人唯有自己的主观志趣，则难以成为时代所共同认可的知识风尚，故而文人节

略《汉书》，也往往有基本的内容共识，这可以从刘显对陆云公与韦载的《汉书》知识考试中略见端倪。

陆、韦二氏，都对《汉书》学十分热衷：陆云祖陆倕就曾默写《汉书·五行志》 [3]401，韦载叔父韦稜则以

书史为业，博闻强记，著有《汉书续训》，其祖父韦似亦常读《汉书》，二氏是当时《汉书》抄撰风尚的

典型代表。陆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

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3]226。韦载“字德基，少聪慧，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稜见沛国刘显，显

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无疑滞”[11]1434。刘显是时人公认的《汉书》大家，喜欢对聪颖的后辈进行《汉

书》知识的考试，九岁的陆云公、十二岁的韦载都在“十事”考试的过程中发挥出色，获得了刘显的赞

赏，也坐实了聪慧的名声。在二人之外，史载邢邵亦曾“读《汉书》，五日，略能遍记之”[12]475，中古时

期文人对《汉书》的这种记忆力在后人看来令人咋舌。曲柄睿认为“中古时期人们乐意阅读和记忆《汉

书》，但是这种记忆似乎不能理解为全书记忆，前文例证中普遍出现的“略”说明诸人背诵的是经过节略

的《汉书》”[11]1435。依照这一思路，陆云公的“略能记忆”，就意味着他对节略本内容的学习。进一步推

论，作为孩童学习的读本，二人所阅读的《汉书》就不太可能会是百卷的原书，而应当是节略抄写过的

本子。但以这一节略本作为基础，却能够回答刘显随机进行的全部十件史事的考核，足见这一考核的背

后有着对《汉书》基本内容的共识，或许是当时流行的《汉书》节略本为文人所共推，或许是时人本身

对《汉书》的重要内容已频繁征引使用，刘显作为权威，对此应是熟稔于心，并以此作为考核基础。而

这些都意味着大多数文人抄写经典读物，并非随心所欲地自我编排，而是在共识性内容基础上作出的相

同或相近的选择与删改。否则这一抄略本要么缺乏实用性，要么缺乏认可度，无法为时论所承认并顺利

流行。这也是经典书籍在抄撰过程中强势地位的一种体现。

文人节略《汉书》的抄写策略，意味着可能存在知识的盲区。阅读抄略后的《汉书》文本，势必无

法对全书的内容都有精准掌握，甚至与自己职事相关者也往往不得而知。魏收曾因此与朝中博士发生冲

突。“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

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

也。’”[13]颜之推引述此例，说明俗儒不广泛阅读群书之弊。但以其居职而言，在朝博士群体竟无一阅读

《汉书》，无疑是匪夷所思的。魏晋南北朝崇尚知识，遑论需要教授子弟的博士，更可能的事实是，他们

所阅读的是节略本的《汉书》，聊备须知而已。而作为史官，魏收对《汉书》全本都更为熟悉，在受到嘲

笑以后，也是直接取《韦玄成传》一整卷原书令博士阅读。仅仅一卷传记，史书叙事下博士们竟仔细阅

读一夜才找到了与宗庙事相关的内容，这虽为夸张之笔，亦能说明时人眼中阅读原本《汉书》是颇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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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行为，难怪抄读节略本成为流行的风尚。其实文人因阅读节略本《汉书》而生纰漏的事例，史书并

不多载，因为只有如魏收与在朝博士这种因议礼有实际需求者，才会深入《汉书》全书文本，而对更广

泛的文人群体而言，节略本的这种弊端未必会显示出来。《汉书》节略本抄撰的流行，是基于内外两个方

面的原因。其自身历经历史检验的经典地位是内因，而文人群体的认可支持是外因。也因此《汉书》在

各个时代无论流行的是怎样的节略本，都有广泛的受众群体与抄写支持。

但对于那些未能取得经典地位的新出书籍，其抄写的流行易于受到权威的影响与偶然事件的限制，

从而居于弱势地位，如裴启的《语林》。裴启《语林》因为所记内容迎合读者趣味，曾作为流行读物被广

泛抄写。裴启，字荣期，作为河东裴氏的子弟，史书无传，一生事迹不彰，仅知为处士而已，但其《语

林》却曾在当世引起过轰动。作为新出书籍，《语林》的抄写也曾风靡一时，跟风抄写是文人抄写的主要

策略。作为新出书籍，文人群体前期对《语林》推崇备至，广为抄写。严格而言，《语林》并非一部史

书，而是志人小说，记录着汉魏晋名士的言语事迹，是《世说新语》的前驱，但因其叙事记人之精彩，

在当时文人眼中亦与史传无差，而文字更为精简新奇，迎合了时俗的喜好，掀起了一股抄写的潮流。据

《世说新语》及《续晋阳秋》载,“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

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14]318;“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

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14]991。裴启所作《语林》，为远近的大众所传

抄，以至名流少年都人手一部。在叙事中，文人抄写《语林》的原因是对其中名士事迹的喜好。其后的

《世说新语》曾被誉为“名士教科书”，亦是此理。兹举现存《语林》中一例：“（夏侯）太初从魏帝拜

陵，陪列于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颜色不改。”[14]413-414夏

侯玄临危不惧的冷静和潇洒自如的读书风度，是魏晋理想人格的体现。对当时文士群体而言，这种理想

具有很强的趣味性与模范作用。魏晋南北朝门阀社会，名士的行为举止都体现出贵族风采，并被世人向

往与模仿，而《语林》正是契合了士人的心理，从而能够被广泛传抄与阅读。

新出书籍的弱势地位，往往使跟风抄写难以持续。不同于经典书籍，新出书籍未经历经典化的考验，

在具体内容上容易受到针对性的批评，从而影响抄写范围的持续扩大。裴启《语林》的失败，则是源于

对内容真实性的否定。裴启《语林》原本就处于双重的弱势地位，就裴启本人而言，虽为河东裴氏成员，

但以处士行世，未能进一步谋求政治地位，其名位在士族之中也就不甚突出。从书籍内容而言，由于记

名士故事，间或涉及当朝人物，在明褒暗贬的叙事框架下，也难免受到个中名士的嫉恨。最为突出的是，

《语林》受到了谢安的讽刺而使其传抄之势偃旗息鼓，据《世说新语》载，庾道季曾当面向谢安提及裴启

及《语林》两次：一是谢安称裴启人虽不错，却为何要饮酒；二是说谢安夸奖支道林风度之语。但谢安

却当面驳斥，说自己从未说过这两句话，都是裴启自己捏造的。庾道季为此感到难堪，于是又诵读王珣

的《经酒垆下赋》，对此谢安更加恼火，责怪庾道季居然做裴启一样的学问[14]990-911。由此《语林》被污名

化，对其抄写之风也戛然而止，就连之前抄写过的，也都删去了谢安的这两句话。从《语林》的角度而

言，谢安通过对两条事例的否认，也同时否定了整本书籍叙事的真实性，这就使《语林》处于更加弱势

的地位。此外，谢安直接将裴启其人其书责为“裴氏学”，实际上是极大地贬低了裴启，将其学问污名

化，成为书籍撰作的反面典型。此事究其原因，大概源于谢安与王珣的矛盾。程章灿在研究王谢二族关

系时曾提及双方有两次婚姻破裂的经历，其中一次就发生在谢安与王珣之间[15]。《晋书》载，“先是，王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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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万女，珣弟珉娶安女，并不终，由是与谢氏有隙”[6]2078，“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

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6]1756。王珣、王珉曾为谢安女婿，因为家庭矛盾，谢安断绝与王

珣和王珉的婚约，使得两家结仇，而《语林》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或许为此事的

导火索。《续晋阳秋》对此评论：“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

可不慎哉！”[14]991无论如何，裴启《语林》因谢安的厌恶而在传抄上遭受了厄运，对二则内容的否定就此

影响全书之传抄，凸显了新出书籍的弱势地位。

在史传与相关书籍的传抄中，书籍质量是其传播力强弱评判的根本因素。那些经历考验的经典书籍，

其质量已得到检验，从而能够在后世文士的抄读活动中占据主动地位。即便规模较大，文士也会通过节

略抄写等策略，将时人所公认的重要内容加以学习与记忆，从而达到掌握书籍知识的目的。而对那些未

经历史考验的新出书籍，本身较为弱势，往往需要通过内容上的独特来获得文士群体的青睐，即便如此，

在世俗的偏见与内容的指摘中，它们的可靠性也很容易受到质疑，从而使其抄写传播难以继续流行。

三、“纸贵”与书籍抄写的风尚

经史书籍经典性对抄读的风尚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文学作品的一时风靡却往往见于新出作品之中。

在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抄写中，对文学作品的抄写由此更能体现出时人抄写的风尚，因新出文学作品往往

以单篇形式流传，较之书籍流通更加便捷，且内容上斟酌字句，更为精炼巧致，故而往往能在短时间内

引起大量的抄写，以至在社会上形成“纸贵”的轰动。“纸贵”这一逸闻也成为典故，体现了对作品内容

优异和流传速度迅猛的称许。以书籍抄写的角度而言，“纸贵”抄读风尚背后，亦有文化、社会与政治的

多重影响。如果说经史书籍的抄写过程着重于抄写者与书籍在抄写策略上的互动，那文学作品的抄读过

程则更能突显作者与舆论在抄写风尚上的互动。文人如何制造文学抄读风尚，亦能从中窥见端倪。魏晋

南北朝所见“纸贵”事，有左思与邢邵二例。左思《三都赋》产生了“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

之纸贵”[6]2377的传抄效果，邢邵则是“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12]476。二者发生“纸

贵”现象的地点都是京城，这是因为京城聚集名流贵族与读书人，是文人群体最为集中的地点，也是舆

论场中最重要的评议源头。要在作品传抄中拔得头筹，就要通过多种手段制造文学风尚。

首先，制造文学传抄风尚，需要保障作品的质量。左思为人相貌丑陋，但家世儒学，亦为其父所激

励，故而擅长文学。即便如此，左思为创作《三都赋》仍然付出了大量心血：“造《齐都赋》，一年乃成。

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笔纸，

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6]2376耗费了一年的时间方才完成。为了创作篇幅更

大的《三都赋》，他更是采取多方努力以保证作品的质量：一是求教于人，左思未去过蜀地，对当地土产

民风缺乏了解，但他并未简单地拼凑文献，而是寻访对此有了解的张载，获得了较为准确的信息；二是

长期构思修饰，《齐都赋》的创作经过了一年时间，而《三都赋》则整整构思润色了十年之久，随时准备

纸笔，以备捕捉灵感之用；三是搜集文献，为此他求得秘书郎的官职，以便能阅览官方藏书，从而搜集

更多的文献资料。在这样的努力下，《三都赋》才造就震惊文人群体的传播效果。

其次，推广文学作品的抄读，需要争取名流的支持。在作品完成之后，左思对自己的作品质量足够

自信，但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名声不彰，很难使自己的作品赢得相应的地位与名气。于是他分别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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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皇甫谧、张载、刘逵、卫权等人，不但取得了他们的赞赏，同时更获得了他们的序文与注解，作为副

文本一同推出，在最大程度上借重这些名流提高自己身价。前人对此多慨叹左思的手段，实则左思能够

邀请到名流的帮助，并非仅仅是靠自己的文章质量。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借助其妹左棻的帮助。左棻

《晋史》：“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

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6]958晋武帝宫中，左棻虽然姿色不足，但因为其才能和德行受到

皇帝的尊重，以至封为贵嫔。左棻与其兄一样擅长文学，且二人兄妹情深，左思曾作《悼离诗》，在这首

诗中，左思对妹妹极尽赞美之辞，不仅认可了左棻惊人的才华与美好的品德，更是表达了骨肉之情与兄

长之爱[16]。由此看来，二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而作为被晋武帝所敬重的妃子，左棻的才华与地位无疑有

助于左思的作品流传，这种帮助或许直接或许间接，很有可能帮助了左思获得盛誉。

最后，推广文学作品的抄读，需要确保作品具有实用性。袁枚：“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

《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

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

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17]认为《三

都赋》广采风土物产，故而时人纷纷抄写，实际是看重其资料汇编的意义，当作类书、郡志来对待。章

学诚：“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

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

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駴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

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18]更是认为《三都赋》本身没有奇思妙想以及非凡

才气，只是因为拾取了古人的牙慧，文士也是将其作为资料书，用来作为撰写文章的参考。在纸张较为

昂贵的年代，抄写对象不仅需要有文学上的华丽，更需要实用的知识。这一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当时类

书尚未兴起，但著述博学之风尚已有，左思广综博取，近于类书的写法，反倒引起了时人对博物的兴趣，

故而纷纷抄写，作为京都知识的百科词典，以增强自己的知识储备，顺应时代对于博学的追求。左思专

注于文本，在保证文本内容的质量与实用性的基础上，获得了文士领袖的帮助，声名鹊起，成功制造了

文学作品的传抄风尚，奠定了《三都赋》的地位。左思的成功对后世文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延请名

人为作品写作序跋成为作者推广作品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抄写本身具有复制、读书与撰述的三重意义，文人参与抄写既得到书籍本身，也将学习内容形成脑

海中的“记忆本”，通过抄写创造出新的书籍完成个人对书籍内容的总结与反哺，这赋予了抄写文化性

质。经史典籍因为其知识权威的地位，需要抄写者适应文本，设计适当的抄读策略，实现对书籍内容的

高效学习。新出书籍则需要迎合抄写者的兴趣，经受文人对内容的质疑与考验。抄写者与读者共同影响

着抄写风尚，创作者为能够得到抄写者的青睐而作出努力，抄写者则面对不同的书籍选择不同的抄写策

略，而作为读者的文人领袖则能够影响舆论，是传抄环节中最大的变量。抄写反映的是书籍知识的流传，

文人群体通过抄写构筑知识体系。书籍抄写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文化的发展，促进作者不断提高作品质

量，并通过名流造势、同行竞争等方式，努力提高作品传抄的范围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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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Strategies，，and Scholarly Conventions of Book 
Transcription in the Wei-Jin and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Fu Yingchao
Abstract：：During the Wei-Jin and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and popu⁃

larization of paper，book transcription emerged as a prevalent scholarly practice highly valued by literati schol⁃
ars. This practice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re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books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dis⁃
semin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knowledge. Scholarly book transcription carried a threefold significance for lite⁃
rati：reproduction，close reading， and scholarly compilation.Through transcription，scholars not only obtained 
new copies of texts but also mastered the content of original works，and even produced new adapted transcrip⁃
tions.When engaging with source texts for transcription，scholar-transcribers had two parallel approaches： pro⁃
actively designing strategies for transcription-accompanied reading，and critiquing and questioning the content 
of source texts.In the process of transcription，the content of original works and the opinions of leading schol⁃
arly figures jointly shaped the prevailing conventions of book transcription.Transcription embodied the trans⁃
mission of textual knowledge，and the literati community forged the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Wei-Jin and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through thi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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